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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低碳生活的县域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研究

□　张　赫，于丁一，王　睿，冷　红，贾　卓

[摘　要 ]城镇空间结构对生活碳排放的影响已得到普遍认同，但该影响在碳排放量高、覆盖面积广的县域层级的探讨较少，

且缺乏相应的规划策略。文章在县域尺度上将定性理论框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分析县域城镇空间结构3个维度对生活碳排

放的影响，推导出4个低碳空间结构优化策略：①在考虑经济技术因素时，县域城镇建设用地形态结构及规模结构要素仍

对生活碳排放影响显著，可考虑将其纳入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体系中；②规划可参照较优规模结构，即总用地规模低于

200 km2 的多中心结构，制定差异化的规模结构管控标准；③城乡居民点布局可权衡紧凑形态和多中心结构之间潜在的最低碳

模式，考虑培育“多中心、组团式”的空间结构；④城镇开发边界可尽量划定为较规整的近圆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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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on County Spatial Structure Plann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Household CO2 Emission 
Reduction/Zhang He, Yu Dingyi, Wang Rui, Leng Hong, Jia Zhuo
[Abstract] The impact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on CO2 emissions has been generally recognized, but the impact is less discussed 
at the county level and there is a lack of correspondent low-carbon planning strategy. In view of counties with high carbon emissions 
and wide coverage area, the paper combined qualitat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studied the impact of three 
dimensions of spatial structure on the household carbon emissions and derived low-carbon spat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strategy at 
the county level: 1) The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f county form and scale structure is more significant, and it can incorporated in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2) The planning can draw on the better scale structure conclusion, that is, the multi-center structure with a 
land size of 200 km2 and formulate differentiated scale structure control standards; 3) The potential most low-carbon mode between 
compact form and multi-center structure should be balanced against in the layout of residential area, and "multi-center, cluster 
arrangement" spatial structure can be considered; 4) The boundary of urban development should better be delineated as well-shaped 
if possible.
[Key words] Spatial structure, Household CO2 emissions, County, Urban planning strategy

近年来，县域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了土

地的扩张和能源消耗，造成了温室气体排放的巨大压力。

2015年，县域碳排放量约占全国碳排放量的60%①，

县域成为我国碳排放的主要制造地区。同时，县域这一

行政层级已有2　000多年的发展历史，覆盖着我国88%

的国土面积，至今仍是我国的基本行政单元和最大生态

本底，这昭示着县域对我国发展机制有着极强的适应性，

将县域作为低碳规划治理单元无疑更有利于全面布局低

碳规划工作，高效实现控碳减排目标。

城镇空间结构是城镇建设的骨架、空间要素布局

的基础，已被证实可以通过影响居民的出行方式和住宅

能耗来影响生活碳排放 [1]。与城市不同，县域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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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较低，在空间开发阶段和技术水平

方面有其特殊性，城市低碳研究的理论

和实践方法可能并不适用于县域。因此，

在县域层面探究空间结构对居民生活碳

排放的影响，进而推导出低碳县域空间

结构优化的意义重大。

1 国内外研究进展
　　

空间结构与居民生活碳排放之间的

关系研究目前主要针对大中型城市。国

外学者主要探讨城市的规模、密度、形

状、多中心性(多样性)4方面特征对碳

排放产生的影响 [2-5]，注重应用逐步回归

法、IPAT及其拓展模型、SEM模型等定

量方法综合分析多类型指标，并且普遍认

为小规模、高密度、形态紧凑及非多中心

的城市空间模式更有利于低碳发展 [6-8]，

如Yasuyo Makidoa等人通过对50个中小

城市数据的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分散程度

较小、形状规则的城市和单中心、高密集

城市的人均碳排放水平更低 [8]；也有学者

深入思辨了多类空间结构特征影响的重合

性、影响关系在不同类型城市中的差异

等问题 [9-10]，如Mingshu Wang认为，多

中心城市结构的低碳效用可能并不利于

小规模城市的低碳发展。

国内学者则主要关注城市规模结构、

形态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的低碳特征，

将定性对比与相关分析、回归分析、曲

线模拟和DEA模型等定量分析方法相结

合 [11-13]，多数研究结论与国外一致，即

规模小、形态紧凑和土地功能混合多样

的城镇空间是低碳的 [14-17]，如仇保兴发

现紧凑、多样化的城镇空间有助于城市

低碳发展；一些学者也通过对特定地区

空间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关系分析得出

了体现地区差异的、更为详尽的研究结

论 [18-19]，如柴志贤认为对于中国不同地

理区域的城市而言，密度效应、发展水

平对碳排放的影响模式是不同的。

空间结构对生活碳排放的影响已得

到普遍认同，但对我国县域层级的相关

研究极少，所得结论也难以推导出规划

策略。此外，既有研究并未形成普适的

低碳空间结构结论，研究中所选样本城

市的数量、区位和规模等基本条件不同

所得分析结果也有所不同，可见低碳的

空间结构特征并不能一概而论，县域低

碳城镇空间结构则更需要进行针对性的

探讨。

为探究面向低碳生活的县域空间结

构的规划策略，一方面，我们定性搭建

了体现县域生活碳排放、规划内容、空

间结构之间作用关系的理论框架，梳理

规划通过调整空间结构实现减排的逻辑

关系；另一方面，定量分析了县域空间

结构对生活碳排放的影响；最后，结合

理论框架找寻规划手段，结合定量分析

结论梳理规划导向，归纳了县域低碳空

间结构的规划策略。

2 “县域城镇空间结构—国土空间

规划—生活碳排放”的理论框架

目前，城市空间结构(Urban Spatial 

Structure)尚未形成统一的含义和研究

框架。城市规划领域中，Webber 和

Bourne界定城市空间结构为城市要素的

图 1 “县域城镇空间结构—国土空间规划—生活碳排放”关联框架

特征 指标 描述
规划是

否可控

指标描述

适用性

既有文献

引用率

是否适

合选取

规模

结构

类

总面积(CA) 建成区面积 √ √ 46.7% √

总周长 (TE) 建成区周长 13.3%

斑块数 (NP) 建成区斑块数量 √ √ 13.3%

优势度 (LPI) 县城区占县域建设用地面积比重 √ √ 46.7% √

形态

结构

类

斑块密度 (PD) 每 100　hm2 建成区斑块数 √ √ 46.7% √

边缘密度 (ED) 单位面积建成区周长 40.0%

聚集指数 (AI) 建成区聚集程度 √ √ 60.0% √

隔离 /邻近指数 建成区之间隔离或邻近状况 √ 20.0%

形状

结构

类

周长面积比(PARA) 建成区周长面积比 13.3%

形状指数 (SI) 建成区与相同面积的圆或正方形

之间的偏离程度

√ 13.3%

面积加权的形状指

数 (AWMSI)

考虑每个斑块面积的形状指数 √ √ 33.3% √

面积—周长分维度

(PAFRAC)

建成区形状复杂度 20.0%

半径维数(CIRCLE) 比较建成区与其外接圆 √ √ 33.3% √

延长性指数 建成区形状延长程度 √ 26.7%

表 1 县域城镇空间结构指标选取

生活碳排放

村镇间

村镇内

城镇空间结构维度

规模结构特征 城镇建设适宜性分区

城镇开发边界划定

城乡居民点格局优化

形态结构特征

形状结构特征

住宅能耗碳排放

交通出行
碳排放

县域国土空间管控

优化需求

间接影响 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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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出了居民生活减排约束下的县域国土

空间规划可能存在的优化需求。

为便于归纳面向低碳生活的县域城

镇空间结构的优化方向，参考既有研究

结论，针对县域空间结构对碳排放的影

响提出4个假设：①县域城镇空间结构

对生活碳排放存在显著影响；②低碳约

束下县域城镇空间存在较优的规模结构

格局；③紧凑、集约的形态结构有利于

生活减排；④规整的用地边界形状有利

于生活减排。下文拟通过实证分析验证

上述假设。

3 研究方法

3.1空间结构指标选取与计量

研究借鉴国外城市空间结构研究

中广泛应用的“空间度量”指标体系，

以实现对空间结构指标的定量测度。将

“空间度量”体系主要指标按照县域城

镇空间结构特征3个维度进行整理 [31]。

在每维度要素中依据3个原则选取用于

实证研究的指标：一是保证指标在城市

空间结构测度研究中的认同度，所选取

的指标在参考的 10篇国外文献和 5篇

空间分布模式和相互作用形式[20-21]。此后，

一些学者根据中心地理论、空间布局理

论等，从定性角度探讨了“中心—腹地

结构”等空间结构类型，但无法测度的

定性特征不适用于大样本实证分析；在

定量研究中，一些学者基于空间扩散理

论测度人口密度、城区半径和用地规模

3项空间结构特征 [22-23]。近年来，“空间

度量”理论(Spatial metric)也广泛应用

于城市空间结构测度中 [24-26]，颜文涛等

人将有环境绩效的空间度量指标归纳为

规模、形态和用地类型3类。由此可见，

既有研究中可度量的空间结构要素可归

纳为规模结构(反映数量与比例)、形态

结构(反映密度和集聚度)、形状结构(反

映边界形状)和用地结构(反映用地混合

度)。其中，用地结构虽然可度量，但对

数据量要求较高，多用于小样本地区对

比分析，因此本文研究只探讨其余3个

维度。

县域城镇空间结构、国土空间规划

和生活碳排放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机

制。一方面，规划对空间结构以上3个

维度均具备有效的调控作用：县域国土

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根据一系列评价指

标(用地紧凑度等)判断适宜建设区，评

价指标的选取及判定标准对城镇形态结

构构成调控作用，评价结果在一定程度

上约束了规模结构；依据“双评价”裁

剪的剩余城镇空间，规划进一步通过城

镇开发边界划定，尤其是集中建设区划

定来管控县域城镇空间的形状结构；在

开发边界内进一步编制的城乡居民点格

局优化方案，则主要通过镇村体系规划

管控县域城镇空间规模结构，通过村庄

布点等规划管控形态结构。

 另一方面，县域城镇空间结构通过

影响住宅能耗和交通出行两个方面间接

影响生活碳排放：城镇空间规模结构、

形态结构更多是通过影响热岛效应、能

源输配效率等影响居民的住宅能耗碳排

放 [27]；县域城镇空间的规模结构、形态

结构和形状结构3个维度共同影响居民

的出行频率、出行距离及采取的出行方

式等出行特征，从而影响居民的交通出

行碳排放 [28-30]。

基于所述关联机制，搭建描述县域

生活碳排放、城镇空间结构和国土空间规

划之间逐层制约关系的理论框架(图1)，

该框架既描述了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也

图 2 所选空间结构指标含义的图示表达及计算公式

高值状态

总面积：

聚集指数：

斑块密度 : 优势度：

面积加权形状指数：

半径维数：

规模结构指标 规模结构指标 形状结构指标

高值状态 高值状态

高值状态 高值状态

高值状态

低值状态

低值状态 低值状态

低值状态 低值状态

低值状态

 ：  斑块面积; ：  斑块总面积; ：  斑块邻接斑块数量； ：  斑块周长; ：最大斑块面积; ：总用地斑块数;  ：斑块  的最小外接圆面积 



152020 年第 24 期    第 36 卷

国内文献[2, 13, 19-23, 31, 34-40]中引用率应高于

30%；二是县域层级空间结构描述的适

用性，选择既参考了一些既有文献推荐

的指标 [32-33]，也结合县域的特殊性，考

虑指标对县域空间结构描述的准确性，

如选择基于面积加权的形状指数(AWMSI)

可以避免因小规模、零散建设用地斑块

的形状指数而造成的整体偏差；三是国

土空间规划的可控性，其可依据规划对县

域城镇空间结构的约束内容来判断。县域

城镇空间结构指标的选取如表1所示。

最终共有符合3个原则的6项指标

被用以描述县域城镇空间结构特征，每

个维度下正好包含2项指标，每项指标

的描述内容、计算公式及含义的图示如

图2所示：规模结构指标为总面积(CA)

和优势度(LPI)，分别描述了县域城镇规

模和县城区首位度；形态结构指标为斑

块密度(PD)和聚集指数(AI)，分别描述

了固定面积中的用地斑块密度和集聚度；

形状结构指标为面积加权的形状指数

(AWMSI)和半径维数(CIRCLE)，分别描述

了用地斑块形状的规整度和狭长程度。

3.2县域生活碳排放估算

受到空间结构影响的生活碳排放包

括住宅碳排放和交通碳排放两部分，采

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

单指南》中推荐的排放因子法，通过能

源终端消费量估算县域生活碳排放量。

居民住宅能耗碳排放主要来自电力、燃

气和热力消费，可通过以上能源消费量

数据进行估算②；由于县域居民交通燃料

消耗数据不完整，则可通过民用机动车

保有量折算交通能源消耗 [41-42]。因此县

域居民生活碳排放计算公式为：

                  公式（1）

式中：  为县域居民生活碳排放

总量，  与  分别为住宅碳排放量

和交通碳排放量。

采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

排放清单指南》中推荐的排放因子法，

通过能源终端消费量估算县域生活碳排

放量。居民住宅能耗碳排放主要来自电

力、燃气和热力消费，可通过居民煤气、

天然气、液化石油气、蒸汽、热水、用

电量6类能源消费数据估算②，公式为：

       公式（2）

式中：  为县域居民对6类能源的

消费量；  为6类能源发热值，  为

6类能源碳排放因子。

县域居民交通燃料消耗数据不完整，

可通过民用机动车保有量折算交通能源

消耗 [41-42] ，公式为：

            

                                                                      公式（3）

式中： 为民用汽车保有量，

 为年平均行驶里程，  为平均

油耗，  与  分别为汽油发热值和

碳排放因子。

3.3实证分析方法

由于难以获取全部县域的数据，且需

保证定量分析的准确性和普适性，拟通过

分层抽样法选取县域样本。实证分析过程

如下：①对全国县域进行分层抽样并获取

样本数据；②通过双变量相关分析建立空

间结构指标与生活碳排放的相关关系，并

通过曲线估计、局部加权回归做进一步验

证。③结合传统IPAT模型建立描述空间

结构指标对碳排放综合影响的多个回归模

型，比较多指标的综合影响力。

根据kaya恒等式③，采用人口规模、

发展阶段两个要素分层抽样。人口规模分

层方法依据2014年《关于调整城市规模

划分标准的通知》；发展阶段分层方法采

用我国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提出的东、中、

西3大经济区划分方法。截至2015年末，

我国县级行政单位共1　929个，按照分层

抽样方法逐层随机抽取3%的样本，共得

到60个县域样本(表2)。

3.4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县域民用机动车保有量数据来源于

各县 2015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居民生活的燃气、热力与电

力能源消耗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城建

设统计年鉴（2016）》；社会经济数

据来源于《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

经济区 人口规模 样本数 人口规模 样本数 小计

东部 0～ 20万 2 20～ 50万 7 20

50～ 100万 8 100万以上 3

中部 0～ 20万 5 20～ 50万 9 22

50～ 100万 7 100万以上 0

西部 0～ 20万 5 20~50万 7 18

50～ 100万 4 100万以上 1

合计 60

表 2 样本选取结果

变量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面积指数CA(hm2) 14　033.77 35　437.95 3　317.76 7　478.29

优势度LPI(%) 3.69 24.09 0.20 4.39

聚集指数AI(%) 84.41 92.48 73.34 4.73

斑块密度NP(个 /平方千米 ) 0.03 0.08 0.01 0.02

面积加权形状指数AWMSI 6.43 19.39 2.00 3.35

半径维数CIRCLE 0.427　660 0.670　9 0.137　8 0.126　192　6

生活碳排放量(万吨 ) 48.67 233.04 5.90 39.39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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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2016)》。空间度量指标数据应用

Fragstats4.2软件计算得到，生活碳排放

量依据公式(1)、公式(2)、公式(3)估算，

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

4 县域空间结构对生活碳排放的影

响分析

4.1单指标影响分析

县域空间结构6个指标和生活碳排

放(表中简写为“HCE”)的双变量相关

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推断：①一

般认为成对自变量指标的Pearson相关

性超过0.8时，自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相

关关系 [43]，表4中成对空间结构指标的

Pearson相关性均满足条件，故所选指标

无需做进一步排除；②县域城镇空间结

构指标体系中的所有指标均与生活碳排

放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其中，斑块密度

(PD)指标在0.05级别显著正相关，其余

5个指标均在0.01级别显著正相关。

由于双变量散点图显示部分指标与

碳排放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相关，为了

探讨更准确地相关关系，我们进一步采

用了曲线估计模型进行分析，将6对双

变量多种曲线拟合的显著性系数(sig.)、

判定系数(R2)、检验值(F)3项参数进行

综合比较，6对双变量的最优拟合结果如

表5所示。同时，对6对双变量进行局

部加权回归(LOESS)，以更好地判断指标

的影响趋势，最优拟合曲线及LOESS曲

线如图3所示。

在规模结构维度中，面积指数(CA)

指标的拟合结果为三次函数“N”型曲线，

因此存在最优规模，这与一些学者针对

人口规模开展的研究结论相似 [44-45]。根

据“CA-HCE”曲线，建设用地开发可分

为扩张、优化和蔓延3个阶段，且多数

县域处于扩张或优化阶段：扩张阶段即

城乡建设初期，建设用地扩张伴随着人

口的快速增长，居民生活能源消费方式

较粗放，生活碳排放随之增长；优化阶

段即当建设用地规模高于100　km2 时，随

着设施建设逐渐完备，建成区扩张对碳排

放开始有了较弱的逆向影响，至200　km2

左右时出现较优规模；蔓延阶段即当面

积指数高于200　km2 时，交通效率低下

等问题的涌现导致碳排放增加。优势度

(LPI)指标的拟合结果为线性正相关，这

与城乡规划倡导的多中心发展理念相契

合，随着县城区建设用地面积比例的增

加，县域形成的单中心空间结构降低了

居民通勤、获取设施的出行效率，增加

了设施的建筑能耗。因此假设②得到验

证，县域建设用地规模约200　km2 时的

多中心结构可能为较优规模结构。

在形态结构维度中，聚集指数(AI)

指标的拟合结果为“U”型曲线，这与一

些大中城市尺度研究得出的正向影响结

论不同 [46]。由于县域建设水平较低，当

聚集指数小于30时，零散建设用地斑块

的逐渐集聚可使居民的生活能源效率有

所提高，进而逆向作用于生活碳排放，

而多数城市已越过聚集指数较低的状态，

即聚集指数高于30时，用地斑块蔓延相

接，规模扩张导致生活碳排放增长。事

实上，多数县域也已处于正向影响阶段。

斑块密度(PD)指标对碳排放存在较为平

缓的正向线性相关关系，即分散的、倾

向于不连续的跨越式发展更易造成高碳

排放，这与城市尺度研究一致 [4，35]，指

标值高于0.4时该正向影响趋于不显著。

因此，假设③仅在聚集指数高于30时且

斑块密度低于0.4时成立。

在形状结构维度中，形状指数

(AWMSI)的拟合结果为线性相关，这与

Satoshi Ishii针对大城市的研究结果相同。

维度 指标 最优拟合结果 R2 F Sig.

规模结构 CA “N”型曲线 0.377 11.288 0.000

LPI 线性 0.287 23.301 0.000

形态结构 PD 线性 0.085 5.399 0.024

AI “U”型曲线 0.362 16.136 0.000

形状结构 AWMSI 线性 0.353 31.589 0.000

CIRCLE 增长曲线 0.318 27.067 0.000

表 5双变量最优拟合结果

CA LPI PD AI AWMSI CIRCLE HCE

CA Pearson相关性 1.000 0.037 0.334* -0.035 0.189 0.109 0.463**

Sig.(双侧 ) — 0.781 0 0.793 0.148 0.407 0

LPI Pearson相关性 0.037 1.000 0.311* 0.548** 0.701** 0.634** 0.388**

Sig.(双侧 ) 0.781 — 0.015 0 0 0 0.002

PD Pearson相关性 0.334* 0.311* 1.000 -0.131 0.102 0.207 0.292*

Sig.(双侧 ) 0 0.015 — 0.317 0.436 0.113 0.024

AI Pearson相关性 -0.035 0.548** -0.131 1.000 0.565** 0.700** 0.503**

Sig.(双侧 ) 0.793 0 0.317 — 0 0 0

AWMSI Pearson相关性 0.189 0.701** 0.102 0.565** 1.000 0.728** 0.417**

Sig.(双侧 ) 0.148 0 0.436 0 — 0 0.001

CIRCLE Pearson相关性 0.109 0.634** 0.207 0.700** 0.728** 1.000 0.404**

Sig.(双侧 ) 0.407 0 0.113 0 0 — 0.001

HCE Pearson相关性 0.463** 0.388** 0.292* 0.503** 0.417** 0.404** 1.000

Sig.(双侧 ) 0 0.002 0.024 0 0.001 0.001 —

表4 县域空间结构指标与生活碳排放双变量相关分析结果

注：**. 在 0.01 级别 (双尾 )，相关性显著。*. 在 0.05 级别 (双尾 )，相关性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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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复杂的建设用地形状往往出现

在城镇发展初期 [39]，这可能导致建筑供

热、供电等能源管网及交通设施被迫采

用相对低效的铺设方式，增加了生活碳

排放。相对而言，半径维数(CIRCLE)对

生活碳排放的影响程度更高，狭长的用

地开发模式更不利于节能减排。因此假

设④成立，趋于圆形的、规整的用地开

发模式更有利于实现县域低碳发展。

4.2指标综合影响分析

除了受城镇空间的影响外，县域碳

排放的变化必然还受到一系列社会经济

因素的影响。Commoner B所提出的经

典IPAT模型即阐释了人口、财富与环境

压力的关系，公式如下：

                                         公式(4)

式中： 为环境压力， 为人口规模；

 为富裕度，可以人均GDP衡量；  为

单位生产总值带来的环境压力，可以单

位GDP碳排放量衡量。

为了进一步理解城镇空间结构因素

对生活碳排放的综合影响，拟基于IPAT

模型，采用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数据和碳排

放效率数据等估算一系列回归模型。通过

逐步合并空间结构的3个维度扩展IPAT

模型，得到4个回归模型(这里称为模型

I至模型IV)，通过多模型对比(表6)，可

以明确县域城镇空间结构存在对生活碳排

放的综合影响，进一步判断在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等主要因素的影响下，对生活

碳排放影响最大的县域空间结构的维度，

以及空间结构对碳排放的综合影响程度

和影响方向。

模型I表示当回归模型只考虑社会经

济和能效因素的影响时，传统IPAT模型

变量均对生活碳排放量有着显著的正向

影响。模型II中形态结构解释变量的加

入使得回归模型对县域样本碳排放的解

释程度由 54.6%增至约 70.0%，这在县

域层面印证了Ewing和 Rong 的既有研

究结论，且形态结构指标回归系数高于

人口规模指标回归系数。模型III中纳入

了形状结构变量，发现当考虑指标综合

影响时，AWMSI指标对碳排放的影响更

为主要，CIRCLE指标对碳排放有负向影

响但并不显著，这与Mingshu Wang等

在城市尺度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此时

模型可以解释72.1%的碳排放量。模型

IV中增加了规模结构变量，此时模型可

以解释为78.3%的县域样本碳排放，社

会经济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系数有所降

低，形态结构指标影响系数提升；规模

结构指标对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综合影响，

但县城区规模首位度指标的影响方向为

负向。虽然这与县城区规模首位度单指

标影响分析结果相反，但与Veneri等人

的研究达成一致，表明在紧凑形态和多

中心结构之间存在潜在的最优权衡。此

外，对比模型IV中各维度指标的影响系

数和显著性可以发现，县域空间形态结

构与规模结构要素对生活碳排放的影响

高于形状结构，应给予其更高的优先性

和关注度。

总体上看，纳入空间结构指标的回

归模型显著性水平有明显提升，即在考

虑传统社会经济影响因素时，县域城镇

空间结构对生活碳排放仍存在显著的综

合影响，假设①成立，且这与一些城市

层级的研究结论一致 [46]，即在城市层级

的研究结论一致。

图3 双变量最优拟合曲线及局部加权回归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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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面向低碳生活的县域空间结构

优化策略

根据前文搭建的理论框架，针对面

向低碳生活的县域国土空间规划的3个

过程提出优化策略(图4)，且重点考虑

用地斑块集聚度、县城区规模首位度等

高影响系数指标的低碳优化。

首先，可将城镇空间规模结构、形

态结构维度的部分指标(如用地斑块集聚

度指标、县城区规模首位度指标等)纳入

县域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体系中，

形成低碳约束下的城镇建设等级区划。

在该评价过程中，通常考虑地块集中度、

综合优势度等评价指标，判断集中连片

的用地斑块为适宜建设区，以帮助地区

形成高集中度的形态结构，这符合用地

斑块密度(PD)的低碳优化方向，然而用

地高度集聚不一定有助于县域低碳发展，

当县域用地斑块聚集指数(AI)小于30时

应提倡集聚，而当该指数高于30时则需

结合县城区规模首位度情况综合判断是

否应考虑多中心发展。因此，将部分指

标纳入县域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体

系可以帮助县域形成低碳空间结构基础。

其次，可考虑开发边界形状复杂度

对低碳发展的影响，尽可能地划定趋于

圆形的、规整的县域城镇开发边界。在

考虑指标综合影响时，形状结构影响系

数及显著性相对较低，且由于城镇开发

边界的形状易受地形、自然环境等因素

的约束，因此，在县域基本条件允许的

前提下，应尽可能保证县域整体形状结

构的规整。

最后，可在编制城乡居民点格局

优化方案时，将低碳约束下的规模结构

和形态结构规划原则纳入考虑范围。一

方面，为形成低碳规模结构，既要根据

“CA-HCE”曲线制定差异化的县域规模

结构管控标准：对于规模地域100　km2、

处在城镇开发初期的县域，应结合发展需

求弹性控制规模增长；而对于目前规模位

于优化阶段而未进入蔓延阶段、处在规模

约束关键时期的多数县域，则应将最优规

模(即用地规模约200　km2)作为重要的

管控标准。也要根据“LPI-HCE”曲线，

在镇村体系规划中注重对县城区规模首位

度的控制，合理培育“多中心、组团式”

的空间格局，目前大部分县域的县城区规

模首位度还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存在较高

的减排潜力。另一方面，为形成低碳形态

结构，可根据“AI-HCE”的“U”型曲线

考虑编制差异化的形态结构方案：对用地

斑块集聚指数小于30的低建设用地密度

区应整合零散分布的居民点，强调集聚布

局；对于目前集聚指数较高的县域，并不

应一味追求集中连片形态。相反地，应避

免居民点过度整合，适度分散大规模用地

以引导居民低碳生活。

指标 模型I 模型 II 模型 III 模型 IV

传统 IPAT模型变量

人口规模 0.415(0.000***) 0.297(0.001***) 0.286(0.004***) 0.207(0.027**)

人均 GDP 0.734(0.000***) 0.570(0.000***) 0.501(0.000***) 0.317(0.008***)

万元 GDP碳排放量 0.431(0.000***) 0.356(0.000***) 0.342(0.000***) 0.359(0.000***)

形态结构变量

AI 0.314(0.003***) 0.376(0.004***) 0.478(0.000***)

PD 0.337(0.000***) 0.366(0.000***) 0.391(0.000***)

形状结构变量

AWMSI 0.263(0.085*) 0.341(0.028**)

CIRCLE -0.268(0.102) -0.238(0.120)

规模结构变量

CA 0.116(0.079*)

LPI -0.234(0.016**)

R2 0.546 0.700 0.721 0.783

注：*** 显著性水平为 0.001；** 0.05；* 0.1。

表 6扩展空间结构变量的 IPAT回归模型

图 4 面向低碳生活的县域空间结构规划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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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语

通过对生活碳排放、县域城镇空间

结构和国土空间规划三者关联机制的定

性探讨和空间结构对生活碳排放影响的

定量分析，得出了关于低碳县域空间结

构规划优化的4项结论：(1)可以考虑对

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体系的低碳优

化。在考虑社会经济和技术因素影响时，

县域城镇空间形态结构和规模结构对生

活碳排放的影响依然显著，可以考虑将

相关指标纳入评价体系，帮助形成低碳

空间开发底图。(2)县域规模结构方案编

制可以考虑采用差异化的低碳管控标准。

对于多数县域来说，总建设用地规模约

200　km2 时的多中心结构可能是低碳生活

导向下的最优规模结构。规模结构方案

编制时可参照最低碳结构，为不同城镇

开发阶段的县域提出差异化的规模结构

管控标准。(3)结合具体情况权衡低碳的

居民点布局方案。与大中城市尺度研究

所得结论不同，县域城镇空间形态结构

中的聚集指数和斑块密度都仅在一定区

间内正向影响碳排放。低碳县域规划可

在布局城乡居民点时权衡紧凑形态和多

中心结构之间潜在的最低碳模式，结合

具体情况考虑培育“多中心、组团式”

空间结构。(4)可将低碳理念融入城镇开

发边界划定原则。县域城镇空间形状结

构对生活碳排放的影响相对较低，低碳

规划可在地形和自然资源等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尽可能划定规整的、近圆形状的

城镇开发边界。

研究尝试以县域为基本低碳规划单

元，梳理了通过国土空间规划调整空间

结构来推动县域生活减排的这一逻辑链

条，并结合对县域城镇空间结构与生活

碳排放关系的分析结果，推导了面向低

碳生活的县域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策略，

在一定程度上对过往研究的理论框架和

策略性结论做出了补充。不同空间尺度

和发展阶段的地区对低碳规划提出的需

求不尽相同，城市低碳空间结构规划策

略并不完全适用于县域，而对于处在不

同地理区位、发展阶段中的县域，其低

碳优化策略也会有所差异，因此以上基

于全国县域样本得出的普适性策略还有

待结合特定情况进一步探讨，以助力我

国县域全面形成低碳可持续的空间结构

发展模式。

[注　释 ]

①中国县域人口、经济规模比例根据《中国

县(市 )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16)》统计

所得；中国县域碳排放总量比例，根据课

题组县域碳排放总量估算方法研究成果计

算所得。

②既有文献显示，乡镇供热、炊事用能主要

来源于煤炭、秸秆燃烧及沼气，该用能数

据无法准确获取，固不计入统计。

③ kaya 公式为碳排放量 = 人口 × 人均

GDP×单位 GDP能源消耗量×单位能源

消耗产生的碳排放量，表明人口、财富和

能源效率是碳排放主要影响因素。由于本

研究根据能源消耗估算碳排放，能源效率

对碳排放的影响被削弱而不作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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